
同一时期，法国驻华使领人员对待教案态度极其蛮横，千方百计进行敲诈，不遂其欲不休，毫无协商余地，相形之

下，阿礼国则表现了一定的圆通性。

阿礼国在华任职的最后三年（１８６７～１８６９．１０），为什么在教案处理过程中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并主张限制教会

呢？这主要是为了缓和民教矛盾，消泯教案，以保障英国在华权益。阿礼国在华任职期间，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享有“世界工厂”的盛誉。它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商埠，设立轮船公司，开设银

行、洋行，大肆倾销商品，在中外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阿礼国深感只有保持中英之间的和平局面，才能保障英国在华

权益。教案的结果虽然使许多反教者被杖责、流放甚至被杀害，一些地方官被革职，并要对教会赔款；然而，也导致许

多教堂、教民房屋被毁，一些教士、教民被打死打伤。这种两败俱伤的反教风潮，给英国在华权益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对此，长期任英国驻华领事和公使的阿礼国感受颇深。他尖锐地指出：“由一个或更多外国武力威胁传播基督教，是对

这个国家道德信念的藐视”（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ｐ１９８），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持续的危险根源。这是传教

工作不幸的结果，并极有可能使政治和商务出现麻烦”（Ｎｏ．４．Ｓｉｒ　Ｒ．Ａｌｏ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　ｏｆ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ｅｋｉｎｇ，Ｊｕｌｙ　３１，１８６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２９）。因此，他主张限制教会，把英国传教士的活动范围限定在通商口岸，以减少教案，避免给英国在华权益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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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营工商业的两次调整及其影响

李 彩 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曾两度遭遇困难，国家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终使其走出困境，并有了新的发展。目

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主要集中于调整政策措施的具体阐述与分析（参见赫崇飞等：《试析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至１９５０年３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白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庞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

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王永华：《“五反”与私营工商业的二次调整———以南昌为例》，《天津行政学

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宋银桂等：《论１９５０年调整工商业的成功经验》，《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李敏昌等：《论建国

后至总路线颁布前湖北的两次工商业调整及其经验》，《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等），少有把两次调整进行比较研究的。

本文则从私营工商业两次遭遇困难的原因、调整的依据和措施以及成效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其史实，总结其经

验教训，这无疑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一　私营工商业两次遭遇困难的原因

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经营产生困难的原因，一是由于通货和物价的稳定，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二是生

产和服务的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那些适合于旧中国经济需要的一些工商企业及其所生产和经营的商品，其原

有的服务对象被驱逐、打倒，或潜逃海外，或被禁止出售，因而根本失去了市场；三是私营企业自身机构臃肿，经营管理

不善而导致亏本倒闭；四是私营企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商品供求不协调；五是国营经济对私营工商业排挤的步伐太

快，过分排挤和限制了私营经济；六是政府在催缴税金和缴实公债款方面“用力过猛”，甚至“强征苛索”（庞松：《一九四

九———一九五二：工商业政策的收放与工商界的境况》，《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而与此同时国家又抽紧银根，私营企

业资金周转不灵，致使商业行庄纷纷倒闭。

１９５１年年底至１９５２年年初，私营工商业在经营上再次出现困难的原因，除了私营企业自身机构臃肿、经营管理

不善、盲目竞争，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前进过猛过快等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则是由于“五反”运动在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等

方面留下了一些问题，使其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总之，私营工商业经营产生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新旧经济秩序交替过程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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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内部的矛盾，激化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矛盾，从而给经济秩序造成了冲击。

二　两次调整私营工商业的主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虽有很大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

民经济中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４９年私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６３．３％，１９５０年占５１．８％，１９５１年占

５０．１％，１９５２年仍占到３９．０％；私营商业所占比重更大，１９５０年私营商业在批发总额中所占比重为７６．１％，在零售总

额中占８３．５％，１９５１年分别占到了６５．４１％和７４．５２％，１９５２年仍占到了３６．３％和５７．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７６、９８３页）。这样一支大

的经济力量，如好好地加以利用，可以用来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私营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增加工业品的

生产，私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可以活跃城乡间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补充国营经济的不足，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和社

会需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税收，有利于维持和扩大劳动就业，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如

果在私营工商业经营产生困难之时，任由其大量歇业倒闭，甚或趁机人为提早一举消灭掉私人资本主义，就会导致生

产衰退、市场萧条、工人失业增加、经济萎缩等严重后果。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成立，在国际

上，新中国正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国内，要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作斗争，并肃清剿灭４０多万土匪，还要在新解放区

进行土地改革。１９５２年之时，虽然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抗美援朝战争正在

进行，国民经济还在恢复中。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生产和社会秩序，还必须利

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还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私营工商业遭遇困难之时，

国家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整。

三　两次调整私营工商业的主要措施

两次调整主要是从工业、商业、金融信贷、税收和劳资关系等方面进行的。

１．工业方面的措施包括：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这是调整公私工业关系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和主要办法。

１９５０年５月，中财委召开７大城市工商局局长会议，决定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根据不同的情况合理确定工缴

费的标准。各地国营专业公司还大量收购私营工业的滞销产品。１９５２年３月，还在“五反”运动期间，国家即对私营

工商业进行调整，其中主要是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以调整公私工业关系。在“五反”运动后期和运

动结束后，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２．商业方面的措施包括：（１）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１９５０年调整规定国营商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批发方面，

扩大批发阵地，适当缩小零售范围，其零售数量以能够稳定零售市场价格、制止投机商人扰乱市场为限度。国营零售

店只卖粮食、煤炭、纱布、食油、食盐、石油六种人民日用必需品。其他的零售业务则由私商或小商贩经营。农副产品

的收购，国营商业只经营大宗的农产品和外销农产品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１９５２年针对社

会主义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过快过猛，如不仅在批发业务和主要商品经营方面，而且在零售业务方面占据了

主要阵地，批发价格降得很低，把批发变成了零售，并对私商限制过死，导致商业网点减少和某些传统流通渠道中断，

影响到城乡物资交流等问题，国家适当地缩减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店；适当而坚决地收缩县镇国营商店的零售

业务，多做批发，停止某些地区下乡的零售推销小组的活动；合理调整国营商店的批发起点；国营贸易公司与合作社

减少不必要的经营，在城市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在农村把次要土产让给私商经营，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也让

出２０％～３０％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调整公私商业的比重，按全国平均数控制在２５％和７５％的比例（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９３２页）。

（２）调整差价。价格的调整主要是按照要照顾到生产者、贩运者和消费者三方面利益的原则，规定出适当的地区、

批零、季节差价和原（料）成（品）差价，以使私营零售商和运销商有利可图，从而鼓励私商进行长途贩运，为活跃城乡交

流服务。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央贸易部针对国营贸易公司在掌握批零价格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专门发布了《关于调整

零售价格的通令》，要求全国各地国营贸易公司立即调整零售价格，并规定在确定零售价时，必须根据零售成本（包括

批发价格、运费、杂费、税用、损耗等）及合理利润比例来规定，以便使私营零售商能获得合理的利润。１９５２年价格调

整的最主要方面就是调整批零差价。为了使私营零售商能维持下去并有利可图，国家规定城市日用品的批零差率总

幅度为１０％至１８％，其中粮食类较现有幅度扩大约３％，布匹类扩大约４％，日用百货类扩大约５％，一般的掌握在扩

大４％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９３３～９３４页）。扩

大批零差价的办法一是适当降低某些商品的批发价格，二是适当提高某些商品的零售价格。还规定起批点应区别

大、中、小城市，并根据当地私营商业的具体情况来规定起批价；大城市的起批价应订得高些，小城市订得低些，但不能

定得太低，不能把批发实际变成零售。对于农业产物和农业副产物的收购价格，要照顾到产地的成本、生产情况与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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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格来规定适当的比价。此外，还调整了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适当扩大了差率，以利私商深购远销，活跃地区之间

和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

（３）调整市场管理措施。在保护正当贸易、反对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的前提下，为加速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

与城市人民均受其益，适当地放宽市场管理，取消对私商的各种不适当的限制。如１９５２年的商业调整中暂停某些商

品的核价办法，取消某些商品采购的证照制度，延长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准许某些土特产品不集中交易等。

３．金融信贷方面的措施是：１９５０年，国家银行对私营工商业扩大信贷，在贷款政策上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从有

利于生产出发，以协助城乡出口贸易为重点，除扶植国营贸易及供销合作社外，对正当的私营贸易及有利于国计民

生、有发展前途的的私营工业均有计划地加以扶植。并在各大城市组织联合贷款银团以扩大放款，协助解决资金困

难，以利于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为适应物价稳定情况，又迅速降低利率，６月底较２月底利率下降９０％以上（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８６６页），并推动私营行庄也同时

降低利率。“五反”运动结束后，为鼓励私营工商业发挥经营积极性，发展生产，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工业和商业，不分

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国家银行都增加贷款，并降低放款利率。１９５２年５月至８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私营工商业放款总

额达３万亿元，较前增加２倍；北京已放出８００亿元（扶助工商业９０００余户），天津已放出２０００余亿元（扶助工商业

１２　０００余户），上海放出７０００余亿元，武汉放出１０００余亿元，重庆放出１０００余亿元；银行放款利率降低了３０％至５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９４９～９５０页）。

４．税收方面的措施是：１９５０年３月以后私营工商业发生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私营工商业者所承担的税负核算

不甚合理，征税方法过苛过急。为了从税收方面调整公私关系，国家对税收问题作了调整：修正工商业税法，减少税种

税目，降低税率，改进征税办法。经过修改调整，工商业税税种由原来的１４种减为１１种，货物税税目由原来的１１３６
个减为３５８个，印花税税目由３０个减为２５个；税率大多减低，利息所得税由１０％减为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８７４～８７５页），盐税按原规定减半征收，对部分工业产品

实行减税或免税。此外，为促进商业的活跃，国家还减轻了农业税，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在“五反”运动后，国家对违

法资本家高估的退财补税款按照一定比例合理地降下来，使之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确保一般资本家在退补之后还

有盈余；并把缴退补款的时间延长，且先税后补。中财委对货物税、工商业税等进行了修订，简化了小型工商业户及摊

贩的纳税手续。对每月销货额不满９０万元或收益额不满６０万元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９５２页），均免纳工商业税。

５．调整劳资关系方面的措施是：国家依据当时私营工商业劳资关系的现状，倡导通过在私营工商企业中设立劳

资协商会议，依据劳资两利原则，采用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诸如改进生产、业务与职工福利待遇等各项

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具体问题。为便利劳资双方民主、平等地进行协商，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９日，劳动部专门发布了《关于

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各地根据这一指示，普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劳资协商制度。“五反”开始

后由于运动的关系，全国各城市的劳资协商会议及劳动契约的签订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为了迅速调整运动

中紧张的劳资关系，把动荡不定的劳资关系稳定下来，国家再次大力倡导通过劳资协商，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力图将

劳资关系纳入正常轨道。“五反”运动一结束，各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各城市在“五反”运动后处理劳资关系问题的指

示》、《中央转发全总党组关于签订劳资合同调整劳资关系报告的通知》等文件指导，通过召开劳资协商会议，使紧张的

劳资关系逐渐稳定下来。

四　调整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两次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１．私营工商业摆脱了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进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１）公私关系得到缓和，市场成

交量大幅增长。据北京、天津、武汉、青岛等城市对面粉、棉布、大米三种主要物资市场成交量的统计，以１９５０年４月

为基数，９月份面粉增长１３％，大米增长６５％，棉布增长２７８％；１０月面粉增长５４％，大米增长２８９％，棉布增长２３３％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３页）。

（２）私营工商业户由调整前的开少歇多转变为开多歇少。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１０个大中城市为例，

１９５０年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开业５９０３家，歇业１２　７５０家，歇多于开６８４７家；经过调整，第三、四季度开业３２　６７４家，歇

业７４５１家，开业超过歇业２５　２２３家（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６）》，第１２３页）。１９５２年，据上海、天津、武

汉、广州、重庆等１８个城市的统计，到１１、１２月开始调整商业后，私营工商业歇业的逐渐减少，开歇业情况渐趋正常。

（３）私营工业生产增加，销货额亦大幅增加，私营商业经营情况大为好转。以上海市为例，１９５０年８月各业产销

量与最困难的４月相比，棉纱增产１２．３％，销量增加４３．８％；毛纱增产３９．４％，销量增加１０１．３％；面粉增产４２４％，销

量增加５８．５％；卷烟增产１６４％，销量增加１０６％；火柴增产２８３％，销量增加７０％；水泥增产１１８％，销量增加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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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油增产２１８％，销量增加１６９％；肥皂增产２２０％，销量增加１３２％；白报纸增产５７２％ ，销量增加４９３％（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８８４页）。１９５２年第二次调整后，私营工

业产量与１９５１年同期相比大都增加。如上海市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棉纺、麻纺业产量均超过１９５１年的产量，绒线产量达

１９５１年同期的两倍；电机和建筑器材工业产量均上升，水泥、砖瓦、钢材、电解铜等进入９、１０月份后都有供不应求的

趋势。私营商业额也上升了，据上海市１９１家典型户的调查，１２月上旬与１１月下旬比较，米业增加２１．２１％，酱酒业

增加１０．６６％，棉布业增加１２．４５％，百货业增加１００．７８％；在国营零售米店撤去后附近的私营米店营业额增加得更

为显著，市区内７家国营零售店停业后，邻近私营米店营业额普遍增加５成至１倍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９５６页）。其他各地情况亦大致相同。

私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带动了金融的活跃，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据全国１０大城市私营

工商业税收统计，１９５０年第三、四季度比第一季度分别增长９０％和８０％（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第１２４页）。１９５２年度国家征收的工商各税达到６９．１８万亿元，超过１９５１年度各项税收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

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２１５页）。总之，国家对私营工商

业的两次调整，是“资方有利，劳方有利，税收有利”的做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２．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依赖于国营经济。如上所述，在调整工商业中，大多数私营

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发展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值和销售的绝对量虽然在上

升，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相对量却在不断下降。如１９４９年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为６８．２８亿余元，占工业总产

值的６３．３％；１９５０年，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上升为７２．７８亿余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１６．６％，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

下降为５１．８％；１９５１年，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上升为１０１亿余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４８．２％，但比重进一步下降为

５０．１％；１９５２年，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上升到了１０５亿余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５４．２％，但所占比重更下降到了３９．０％；

而国营（包括地方国营）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大幅上升，１９５２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

１４２．５８亿余元，占工业总产值的５２．８％，比１９４９年增长约３．８７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第９７６页）。

在两次调整中，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等经济手段，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了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国家对私营工

业实行加工订货，虽然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经营管理还很少进行直接干预，但由于其生产和产品流通已开始被纳

入国家计划轨道，使其脱离了自由市场，已经不再是完整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了。同时，其生产利润也不再为资本家

所独占，有一部分转化为国营经济的赢利，从而增强了国营经济的力量。国家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代销，使私

商不能搞投机违法活动，限制其中间剥削，限制其向自由市场进货，使之更加依赖于国营商业。而那些还没有接受国

家加工订货任务的私营工业，在调整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国家通过税收和价格

政策，特别是通过专业会议协调产销，又通过在严格统计基础上采取的一系列指导性措施，帮助其摆脱无政府状态，

或转产、转业，或扩大、缩小生产，从而引导其逐渐走上为国家和人民需要服务的道路。

３．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制定了利用、限制政策。但是，中共党内的一些人却并没有认识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

性，主张以“排挤”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还有些人片面理解“利用”二字的含义，认为所谓“利

用”就是迫使私营工商业多缴税和公债款，实际上就是“榨干”、“变相没收民族资本”的代名词。在两次调整的过程中，

中共中央都严肃批评了这些错误认识，反复强调指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不仅使党员干部对于利用、限制资

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在调整实践中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施代购、

代销、经销等措施，充实了利用、限制政策的具体做法。这些做法又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

基础。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９月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９８页）这“三年多的经验”，主要是指国

家对私营工商业两次调整的经验。

五　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两次调整私营工商业留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一是私营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层

面的扶持。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私营工商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摆脱困难，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政府为促进私

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委托私商代购代销，而且还从金融信贷、税收以

及市场管理等外部进行扶持。与２００８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新的困难形势。要

解决困难，除了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之外，还要政府继续发扬历史上帮助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好的做法，进行外部扶

持，如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深化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大力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中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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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恰当地划分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经营范围，实现公私兼顾。新中国

成立初期导致私商两次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营商业对私营商业排挤的步伐过快过猛。因此，国家调整商业的

主要措施就是适当划分公私商业经营的范围，国营商业以批发为主；在零售商业中，其数量以能够稳定零售市场价

格，制止投机商人扰乱市场为限度；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使其有利可图，维持合理的利润。当前，多种经济成分

同时并存是我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因此，划分范围，理顺关系，在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同时，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

活力和创造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加强引导，趋利避害，把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结合起

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调整私营工商业中不仅灵活运用了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手段来调整公私关系，而且还

充分运用了行政和立法手段来限制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和工人群众根本利益的方面。当前私营经济在发展社

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资本总量，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都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但其还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一面，如有的私营企业违背和扰乱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有的私营企业

偷税漏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权益；有的私营企业肆意侵犯雇工权益，拒不执行劳动合同

法等等。这些问题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规范，引导其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资助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劳
资关系的经验教训与启示”（３１５４０９１１８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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